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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美中貿易戰宣告了美國與中國在國際政治的競爭局勢正式展開，2019

年後的疫情更形加劇了兩國彼此的競爭關係。然而，美中對立下新冷戰的

政治兩極化一定會造成國際貿易關係的兩極化嗎？世界各國真的會各自歸

隊，在美國與中國之間擇一而處，形成兩極對立的局勢嗎？還是口頭上與

行為上有差異，仍然依照國家自身的利益分別和美國和中國進行實質上的

往來。本文即探討這個問題，比較美中貿易戰前後，國際貿易局勢的變化到

底是趨向兩極化還是非兩極化。本文認為，新冷戰的局勢下，美中對立造成

的政治兩極化無法避免，但政治兩極化不等於貿易關係兩極化，本文透過威

脅平衡論的觀點，說明在缺乏安全議題誘因與貿易結構的兩大因素影響下，

後美中貿易戰時代的國際結構將呈現政治兩極化，但貿易多元化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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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10年代中期，國際局勢的發展受到兩個重大國際時事的影響。第一個是

從2018年開始的美中對立。2010年中國受惠於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WTO）之利，躍升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強大的

經濟吸引力對其他國家的投資與就業市場造成負面影響。美國國內經濟也躲

不過這股中國崛起所帶來的負面衝擊，產業外移，失業率升高，美國的製造業

進入寒冬期（朱雲鵬等 2020）。美國勞工的經濟壓力再加上中國實力已逐漸

和美國拉近的狀況之下，美國總統川普隨即在2018年開始對中國開徵高額關

稅，開始了一連串美中貿易衝突。不僅是貿易對抗，美國商務部工業安全局亦

針對中國49家科技產業，例如華為、海康威視等涉及國家安全有關的科技產

業，做出禁止進口與使用的禁令，擴大美中衝突的面向，從貿易戰擴大到科技

戰。而中國亦相對應地對美國進行反制，不但針對美國的農產品、汽車、化學

品和飛機等商品課征高額關稅，並禁止美國部分商品輸入中國。

另一個影響國際局勢發展的重大國際事件則非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以下簡稱：COVID-19）莫屬。2019年末，從中

國開始的傳染性疾病急速地擴散到亞洲、歐洲和美洲國家。根據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WHO）的統計，全球至今已有超過

6.16億個COVID-19病例，其中造成超過654萬人的死亡，目前這些數字仍在持

續增加。不只造成生命的消逝，這波疫情更是重創了各國的經濟，各國因運輸

中斷造成的原物料短缺，進而使得供給鏈斷裂：同時，為了因應疫情，各國政

府採取的禁足令甚或封城令，使得市場需求大幅下降，部分產業，包括觀光

旅遊業、餐飲業甚至面臨倒閉危機。COVID-19帶來經濟與生活的緊張並未促

成美中兩國暫緩衝突，共同面對全球性的疫情與經濟問題。延續著2018年美

中的衝突對立，疫情下的美中關係更加緊張，除了指責對方是疫情傳播者，

在疫苗的供給與輸出上，疫苗政治成為兩國另一個競爭較量的戰場（林佾靜 

2021）。

可預見的，2018年的美中貿易戰後，美中關係的對立必然會牽動國際結構

的變動。美國和中國除了要尋求彼此新的互動模式之外，也要拉攏其他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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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牽制中國或美國。從這樣的邏輯來看，貿易戰後國際局勢的發展似乎漸趨

向兩極化的局面，美國和中國各自拉幫結派，希望能壯大自己陣營在國際局勢

中的地位與權力。因此部分學者認為，目前國際情勢正逐漸走向美中對立的新

冷戰（New Cold War）時期（Zhao 2019; Ferguson 2020）。

然而，國際情勢的發展真的是照這樣的劇本走下去嗎？世界各國真的會各

自歸隊，在美國與中國之間擇一而處，形成兩極對立的局勢嗎？還是口頭上

與行為上有差異，仍然依照國家自身的利益分別和美國和中國進行實質上的往

來。這個問題不僅是分析國際結構的變化，更關乎未來美中關係的發展，假若

國際政經情勢真逐漸形成兩極，在各自都有隊友助陣下，可預期的，未來美中

關係將會更加對立。反之，假若沒有走向兩極，美中關係的對立性可能就沒有

預期來的那麼尖銳。

本文主要比較美中貿易戰前後，國際局勢的變化到底是趨向兩極化還是非

兩極化。主要討論的是國際政治兩極化的現象是否會造成貿易關係兩極化。貿

易關係兩極與否，主要是觀察美中以外的國家在美中貿易戰前後，與美中兩國

的貿易關係是否有差異。

本文所認為的兩極化意指，美中以外的國家逐漸趨向美國或中國，形成以

美國和中國為首的兩個集團。非兩極化的概念就是，美中以外的國家會同時與

美國與中國進行實質交流，不限定只與美國或中國往來。在用詞上，本文選擇

以兩極化（polarization）取代國際關係中常提及的兩極體系（bipolarity），以

非兩極化（non-polarization）取代多極體系（multi-polarity）。之所以會採用

兩極化與非兩極化而不是傳統常用的兩極與多極體系，最主要的因素在於，

兩極體系會產生兩極化，但兩極化不見得只發生在兩極體系。造成兩極體系

與兩極化最主要的差異在於概念的定義與測量方式。現實主義學派對兩極或

多極體系的測量多以國家權力分布（distribution of power）為主要考量（Waltz 

1979），考慮的是經濟實力或軍事能力等物質因素，但導致兩極化的原因不

僅是能力因素，還可能包括文化因素、意識形態或利益等其他因素（Wagner 

1993; Mao 2006），也就是說，在多極體系下，也有可能因為上述因素產生兩

極化的現象。因此，本文選擇使用兩極化或非兩極化來描述美中貿易戰後的國

際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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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分為四個部分，首先說明政治兩極化與貿易關係兩極化的邏輯關

係，並以冷戰時期各個國家的作為，說明政治兩極化與貿易關係兩極化的關

聯。同時在這個部分，也會說明美中貿易戰後，現今國際政治結構與貿易關係

的狀況。其次說明為何政治兩極化沒有導致貿易關係兩極化，本文從威脅平衡

論的觀點，說明政治兩極化不必然會造成貿易兩極化。第三個部分則是說明政

治兩極化與貿易多元化的影響，這個影響最主要的是在美中關係的發展。最後

小結。

貳、政治兩極化與貿易關係兩極化

一、冷戰時期的政治兩極化與貿易關係兩極化

貿易互動與國家安全議題之間的關係一直都是國際政治經濟學關注的焦

點之一。
1
根據新現實主義的觀點，在無政府狀態下，追求安全是國家唯一的

目標，在不確定他國意圖的情況下，能擴大絕對利益（absolute advantage）的

國家合作有時並非國家的首選（Waltz 1979, 105）。毫無疑問，國際貿易模型

已然指出，國家之間的貿易能夠擴大兩國的經濟利益，讓出口國賺取貿易利

得，進口國則能夠購買便宜的物品。然而，貿易會產生安全外部性（security 

externality）的問題（Grieco 1988; Gowa 1994），也就是貿易固然可增加國家

財富，但是增加的國家財富可能會被轉移至購置軍事設備，將經濟資源轉移成

軍事權力。在不確定他國的意圖下，與他國貿易就得承擔他國增加軍事權力，

1 貿易與安全議題的關係從貿易和平論（trade peace theory）後便開始引起關注，不過討
論的面向甚多，Yoshimatsu（2014, 570-573）即將經濟和安全的討論整理出兩個面向：
（一）經濟互賴與衝突之間的關係：這個面向關心四個議題，分別是1. 貿易互動降低
衝突；2. 貿易互動降低國家之間的不確定性；3. 貿易的互賴度決定衝突與否；4. 貿
易的安全外部性；（二）經濟與安全的互動與國家對外政策的關係：這個面向的議題

包括1. 貿易政策是國家權力來源；2. 經濟方策（economic statecraft）。本文關注貿易
的安全外部性問題，近期與本文的主題相關文獻請參閱Peter Liberman. 1996. “Trading 
with the Enemy: Security and Relative Gai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1 (1): 147-175. An-
drew G. Long and Brett Ashley Leeds, 2006. “Trading with Security: Military Alliances and 
Economic Agreement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43 (4): 433-451. Andrew G. Long. 2003, 
“Defense Pact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40 (5): 537-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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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脅自身安全的風險。為避免這類的風險，國家會選擇和聯盟夥伴貿易，使得

聯盟夥伴之間的貿易量會超過非聯盟之間的貿易，因為盟國之間較無安全威脅

的可能，即使盟國將增加的財富轉移至軍事權力，對自身也不會造成安全威

脅。而這種聯盟內貿易大於聯盟間貿易的情況，會受到國際環境的影響，在政

治兩極化下會較政治非兩極化更為明顯（Gowa 1989）。2
在政治兩極化下，

國家只能在兩大強國之間做選擇，其他具取代性的選擇較少，因此離開聯盟的

成本較高，再加上霸權國具有較強的強制力，成員國無法和各自聯盟的霸權國

抗衡；因此，在霸權國主導下，各國多會選擇與聯盟成員國進行貿易往來，

進而減少與敵對聯盟的成員國貿易。不僅如此，Gowa 和Mansfield（1993）發

現，在安全外部性的考量下，一旦形成軍事的兩極化，貿易關係的兩極化也會

隨之形成。換言之，一旦政治兩極化，無論兩極化的關係是從聯盟關係或是軍

事合作關係所建立，貿易關係兩極化都會隨之發生，都會發現聯盟內的貿易會

遠超過聯盟間的貿易。Long（2003）以及Long和Leeds（2006）的研究更證實

了這個發現，他們的研究指出，當國家之間有了軍事上的安全承諾，這類的聯

盟關係對貿易的影響，也就是聯盟內的貿易超過聯盟間的貿易將會更加顯著。

冷戰時期的國際貿易就是體現這樣的邏輯。冷戰約莫從1947年美國提出

杜魯門主義後開始。1949年，為了防堵蘇聯入侵西歐國家，以美國為首的

西歐國家，包括英國、法國，組成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NATO）。同時，為了在經濟上封鎖蘇聯，美國在

1950年聯合西歐國家成立輸出管制統籌委員會（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Multilateral Export Controls，以下簡稱：COCOM），對蘇聯實施禁運和貿易

限制，並名列兩種清單，禁止西歐國家和蘇聯和其盟國進行貿易往來，這些清

單包括各項與軍事相關商品的1-A清單，以及涵蓋準策略使用商品以及可做民

生與軍事使用商品的1-B清單。由於貿易禁運清單的實施，冷戰時期美蘇兩大

陣營之間的貿易幾乎中止。根據COCOM的數據，輸出管制統籌委員會未成立

前，1946年美國與蘇聯的貿易總額還高達2億3,600萬美元，1950年僅剩1,000

2 Gowa在文章中主要討論的是兩極體系（bipolarity）和多極體系（multipolarity）對貿易
的影響。但如同前述，本文用兩極化與非兩極化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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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美元，1956年時，整個共產陣營與美國的貿易量僅剩2百萬美元不到。西方

陣營與共產陣營之間的技術轉移也是相同的情況。1913年共產主義陣營還能

從西方陣營獲得約16.6%的技術與生產機器的轉移，1939年更高達80%；但到

了1960年代，COCOM幾乎禁止了所有共產與西方陣營之間所有的技術和生產

機器的轉移（McGlade 2005, 55-56）。

由美國所主導的COCOM雖然引起美國內部企業以及歐洲國家，對於控制

出口至蘇聯與份子國管制的疑慮，但就當時的國際環境，包括之後的韓戰與越

戰，都讓這些管制手段獲得執行上的正當理由。也因此，一直要到1972年，

美國與蘇聯重新簽訂貿易協定後，雙邊貿易關係才稍有改善。

二、美中貿易戰後的國際結構

美中之間是否已然形成新冷戰（New Cold War）的局面，是近期學者所關

注的焦點之一。Stephen M. Walt（2019）和John J. Mearsheimer（2021）都認

為，蘇聯瓦解後的90年代，美國秉持自由主義所發展出的對華外交政策徹底

錯誤，錯誤地以為交往政策（engagement）能將中國帶往擁抱民主與相信自由

開放的現代國家，最典型的例子就如同美國布希總統所說的：「與中國貿易可

以促進中國自由化（trade with China will promote freedom）」。美國對華交往

政策所付出的代價就是，當快速發展的中國，其權力與財富累積到一定程度

時，便會開始威脅到美國的安全與利益。對於Mearsheimer來說，美中之間新

冷戰的局面是無法避免的，2016年上台後的川普總統就是從美中競爭加劇的

角度，改變以往交往政策，改以圍堵政策（containment）取代。Mearsheimer

認為，美國目前對華的圍堵政策，無論是哪一個政黨的總統上台，都無法改

變。Niall Ferguson（2020）承襲2019年間Henry Kissinger的說法，3
認為早在

2018年川普總統的貿易戰開始，美中之間的新冷戰就已經揭開序幕。2019年

的疫情則是加深了兩國之間的對立，包括從美中兩國相互指責對方是病毒開

始者以及疫苗成為兩國角力的工具就可探知。Kupchan（2021）則指出，美中

實力的差距並不阻礙美中造成兩極化的現象，1970年代美蘇對峙時，蘇聯的

3 Henry Kissinger在Bloomberg訪問時提出，美中正處於 “foothills of Cold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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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也只有美國的40%。重要的是，中國已然拉遠和其他國家在權力上的距離

而且逐步拉近與美國的差距，更遑論現在國際事務已經無法擺脫華盛頓和北京

之間互動的影響。換言之，國際社會已經無法忽視美中對立所造成兩極化的現

象（Allison 2020）。

不只是重要學者對於當前美中兩國互動的看法，美國對外政策也透露出美

中兩國的角力競爭。首先可以觀察的就是軍事活動。環太平洋軍事演習（Rim 

of the Pacific Exercise，以下簡稱：RIMPAC）是自1971年起，美國每兩年邀

請太平洋地區國家共同參與的軍事演習活動，這些軍事演習活動包括實彈射

擊和導彈演習、海上攔截和登艦演習、反水面作戰、反潛艦作戰以及防空兩

棲登陸作戰等。1998年，美國首次邀請中國參加RIMPAC，2012年甚至邀請

俄羅斯太平洋艦隊參加演習。隨著美中衝突升高，2018年美國以中國在南海

地區的軍事擴張為由，拒絕邀請中國參加RIMPAC，4
自此中國再也沒有獲邀

參加RIMPAC。2022年，美國還邀請了「四方安全對談（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QSD）」國家，包括日本、澳洲和印度參加RIMPAC，將該年參與國

家的數目推展至27國，其用意也在於透過軍事演習活動聯合美國盟國，共同制

衡中國的威脅。

2019年12月，中國、俄羅斯和伊朗在印度洋首次聯合軍事演習。這個聯合

軍事演習的發起被認為和美國與中國、俄羅斯和伊朗交惡有關，中國、俄羅斯

和伊朗因為美國的緣故，逐步形成戰略夥伴關係。
52022年1月，中國、俄羅斯

和伊朗再次於印度洋聯合軍事演習，中俄伊「抗美聯盟」逐步形成；
6
同年10

月，中國、俄羅斯和伊朗舉行第三度軍事聯合演習，並擴張該演習參與國家，

包括阿曼和巴基斯坦等國都受邀參加該次軍事演習活動。
7

4 參見 “US Disinvites China from Exercise RIMPAC 2018.” NAVALTODAY, May 24, 2018. 
US disinvites China from exercise RIMPAC 2018-Naval Today。

5 參見「中俄伊40年來首次軍演 美國三大對手聯合引關注」。BBC，2019年12月27日。
中俄伊40年來首次軍演 美國三大對手聯合引關注-BBC News 中文。

6 陳佳伶，「再移師阿拉伯海軍演！中俄伊朗形成「抗美聯盟」」。TVBS新聞網，2022
年1月26日。再移師阿拉伯海軍演！中俄、伊朗形成「抗美聯盟」（yahoo.com）。

7 廖士鋒，「今年內第二次 中俄伊海軍即將於印度洋聯合軍演」。聯合新聞網，2022年
10月13日。今年內第二次 中俄伊海軍即將於印度洋聯合軍演 | 國際焦點 | 全球 | 聯合新
聞網（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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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是軍事活動，美國亦企圖從區域經濟圍堵中國。2017年川普總統以

美國勞工的利益為考量，兌現選前的承諾宣布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以下簡稱：TPP）8
。不過，TPP是美國前任總統歐巴馬落

實亞洲再平衡政策的關鍵，以排除中國為前提，並與環太平洋地區周遭的國家

進行貿易合作。雖然在美國退出前TPP尚未簽訂生效，但美國的退出具有相當

的意義，對於亞洲國家而言，這意味著美國更重視國內議題，為了國內政治或

經濟利益，美國不惜採取條件式保護政策，即使這個決定可能會傷及亞洲國家

的利益（Noland 2018）。2021年10月，美國現任總統拜登在東亞峰會中提出

印太經濟架構（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以下簡稱：IPEF），並在

2022年5月在日本東京宣布啟動。IPEF涵蓋了印太地區13個國家，經濟產值約

占全球四成，雖然IPEF的重心在不涉及一般自由貿易協定論及的關稅減免，

但IPEF涉及成員國間協調出口管制，也就是說，IPEF旨在針對中國，限制成

員國向中國出口具特殊性的產品。

不只在經濟上美國企圖封鎖中國，從政治與科技上，美國也企圖聯繫盟

友降低中國在國際政治的影響力。2021年12月9日至10日，美國總統拜登邀請

了除中國和俄羅斯以外約110個國家，在美國召開民主高峰會（the Summit for 

Democracy）。拜登總統在民主高峰會致詞時就表示：「面臨持續而且令人擔

憂的挑戰，有必要警惕地保護民主價值。民主不會偶然發生，「民主在全世界

都需要（捍衛它的）鬥士」，每個世界都必須予以復興。儘管民主制度可能脆

弱，但他相信其固有的彈性，有能力自我修正與自我提升。
9
」毫無疑問，民

主高峰會的目的在於區隔民主和非民主區隔兩大陣營，並希望民主陣營能團結

共同對抗非民主陣營在科技、貿易以及傳播等各方面對民主陣營的傷害。

無論是學者的觀察或是政府的政策，美中兩國毫無疑問地已走入政治兩極

化的新冷戰對抗局面。然而，確立美中兩國新冷戰的局面並不代表美中的新冷

8 從美國退出TPP來看，美國對於自由貿易是否改變也是影響美國與盟友國家互動的關
係之一。由於本文的重點在於探討是否發生貿易兩極化，因此暫且略過美國對自由貿

易的態度。感謝評委針對這部分提出的問題。
9 茅毅，「首屆「民主高峰會」揭幕，拜登致詞：民主需要鬥士」自由時報，2021年12
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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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與美蘇的舊冷戰發展相同。政治的兩極化並不代表世界貿易的結構也一定會

兩極化，換言之，我們需要進一步檢測美中兩國的貿易數據，觀察這段時間是

否產生分別以美中兩國為中心的貿易集團現象。

三、國家間貿易互動的估計方式

衡量國家間的貿易關係目前主要有兩個方式。第一種方式是兩國之間商

品貿易總值的絕對數額，例如2019年中國出口總值4,185.84億美元的商品至美

國市場，同時期從美國市場進口了總值1,232.36億美元的商品。觀察貿易總值

有其優點，從貿易總值的絕對數額可以知道該國在該年度與他國之間貿易逆

差或順差總值，了解國家的國際收支（balance of payment）情形。但是絕對數

值所能透漏的訊息並不足以讓我們判斷，到底這兩國貿易交流的情形是否熱

絡，兩國的貿易關係是否重要。第二種方式則是兩國貿易的占比。以相同的例

子來說，2019年中國出口總值4,185.84億美元的商品至美國市場，這個金額佔

中國出口總值的16.75%，而從美國市場進口總值1,232.36億美元的商品則占中

國進口總值的5.96%。相較於絕對數值，進出口占比的衡量方式的確可以看出

兩國貿易的程度，Gartzke & Li （2003）即利用占比的概念發展出貿易依賴度

（trade dependence），以兩國的貿易總額佔該國GDP之比，衡量貿易的重要

性。儘管如此，貿易占比或貿易依賴度仍不足以說明兩國貿易的狀況。舉個例

子說明，假設B國佔A國貿易量13%，C國佔A國貿易量10%，我們可知B國的

佔比會較C國貿易為高，但對A國來說，是B國重要，但C國不重要，還是B國

和C國都重要。目前這兩種方式都缺乏客觀的指標來說明，兩國的貿易量或貿

易占比到底要多高才具有相當的重要性。

林偉修（2021, 129）借用Laakso & Taagepera有效政黨數（effective 

number of parties）的概念，發展出有效貿易國數（Effective Number of Trading 

Countries，以下簡稱：ENTC），用以衡量貿易夥伴國對本國貿易的重要性。

有效貿易國數的概念就是，在該國所有的貿易夥伴國中，若某夥伴國能夠進入

有效貿易國名單之內，即代表該夥伴國的貿易占比對該國貿易具有相當重要

性。有效貿易國數的算法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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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貿易夥伴國i占本國貿易的比例）

在計算貿易比例時，我們是將貿易夥伴國i與中國或美國的貿易出口金額

加上進口金額，而非用傳統淨出口（Net Export）的算法10
。之所以採用加總

的算法是考量到出口和進口對於中國或美國貿易都具有意義，出口貿易可以為

中國或美國帶來貿易利得，是國家賺取外匯與刺激經濟成長的重要手段；進口

貿易則是中國或美國能從國外進口較廉價的商品，穩定國內市場物價與促進國

內商品需求，這些作用分別對美中兩國的國內經濟活動都具有相當程度的重要

性。也因此，在計算貿易比例，本文採用加總的計算而非過往計算淨出口的方

式。計算出有效貿易國的數目後，再依照貿易夥伴國佔美國（或中國）貿易的

占比的排名，即可認定有效貿易國數之內的貿易夥伴國具有貿易重要性。

詮釋有效貿易國數的方式主要有兩個。一個是數字本身的涵義。假設有效

貿易國數為11，意指該國貿易占比排名前11名的貿易夥伴國對該國的貿易具有

相當重要性。另外一個詮釋數據的重點在於數字的變化。若該國有效貿易國數

增加，代表該國的貿易多元化增加，分散貿易風險。反之，若有效貿易國數減

少，代表該國貿易市場較集中在部分國家，相對的，貿易風險比較高。

相較於以往使用絕對數額或貿易佔比的方式衡量兩國之間的貿易關係，有

效貿易國數的計算更能說明兩國貿易對該國的重要性，儘管如此，有效貿易國

數在應用上仍有部分限制。首先，有效貿易國數是基於貿易總數的分析，因此

無法衡量特定產業的影響。假若研究者想了解特定產業（例如半導體產業）在

兩國貿易間的重要性，那麼有效貿易國數便無法提供這類的訊息；其次，某些

國家可能基於部分原因（如經濟成長）而較重視出口或進口，進而在政策上有

所差異，由於有效貿易國數的計算是出口與進口總額的加總，因此在貿易加總

的分析上無法考量到這個層面。由於本文的研究問題在於政治兩極化是否會造

成貿易關係兩極化，因此這兩個研究上的限制並不影響本文對問題的探究。

10 淨出口的算法是將出口金額減去進口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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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貿易關係兩極化了嗎？

新冷戰下的政治兩極化使得貿易關係趨向兩極了嗎？本文從兩個方面判定

貿易關係是否兩極化。首先從美國與中國有效貿易國數目的改變。
11
由於本文

對貿易關係兩極化的定義是，美中以外的國家是否逐漸趨向僅和美國或中國貿

易，形成以美國和中國為首的兩個集團，因此若貿易關係兩極化發生了，美國

和中國的有效貿易國數應該都會減少。其次，觀察同為美國與中國重要的貿易

夥伴國數目的改變。如同前面對於貿易關係兩極化的定義，若兩極化發生，國

家會各自歸隊於美國或中國陣營之中，那麼同為美國與中國重要的貿易夥伴國

數目就應該會減少。

本文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的貿易資料庫International Trade Centre（ITC）的資

料計算2015∼2022年間，美國與中國的對外貿易數據。從這段時間兩國的貿

易數據，可以簡單比較2018年美中貿易戰前後的差異。本文計算中國和美國

的有效貿易國數後發現，貿易兩極化的趨勢並不明顯。根據表1，中國在中

美貿易戰前的有效貿易國數是19.02（2015年）、18.95（2016年）以及19.22

（2017年），這三年間美國都是中國最主要貿易夥伴國，佔中國2015∼2017

年間總貿易額分別是16.19%、16.03%以及15.91%。2018年貿易戰後，中國的

有效貿易國數略有增加，代表中國逐漸將貿易外擴至其他市場，降低美國貿

易短少對中國的衝擊，有效貿易國數從2017年的19.22逐漸增加至20.17（2018

年）、22.92（2019年）、21.53（2020年）、22.49（2021年）以及24.55

（2022年），美國在這些年間依然是最主要的貿易夥伴國，只是貿易佔比大

幅減少，從2017年的15.91%，下降至2019年的13.11%，2022年更是下降至

12.96%。表2則是美國的貿易狀況。從表2可知，美國的有效貿易國數在貿易

戰前變化不大，2018年貿易戰前分別是12.49（2015年），12.61（2016年），

11 有效貿易國數目的改變可能來自於政府與市場兩個因素，本文側重政府因素，而不討

論市場因素。選擇從政府的角度討論有效貿易國數目的改變，除了因為研究題目在於

政治兩極化是否導致貿易兩極化之外，更重要的是本文有效貿易國數目的計算，是加

總出口和進口的貿易總額。市場因素則較偏重各個產業在產業鏈上的安排，因此較無

法從市場的角度討論有效貿易國數目的改變。感謝評委的指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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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6（2017年）。貿易戰後，美國的有效貿易國數目略為上升，但上升幅度

並不大，2018年間僅增加至12.78，2019年也僅達13.57，2022年時有效貿易國

數升至最高為13.94，較貿易戰前增加1至2個重要的貿易夥伴國。中國對美國

對外貿易來說依然重要，2018年前，中國佔美國貿易總額約是16.23%（2015

年）、16.13%（2016年）、16.59%（2017年）以及15.98%（2018年）。受到

貿易戰影響，2019年中國在美國的貿易夥伴國中排名往後掉至第三名，但很

快的，2020年中國又回升至排名第一，但貿易佔比已從以往的16至17%下降至

15.16%。2022年，在美國加大制衡中國的作法下，中國在美國貿易夥伴國的

排名中又掉至第三名，佔美國貿易總額的13.41%。也就是說，在美中貿易戰

下，美國與中國之間的貿易關係有所變動，但中國或美國的有效貿易國數都增

加了，貿易關係兩極化的情形從有效貿易國數的變化來看並不顯著。

另外，從共同貿易夥伴國數目的變化來看，貿易關係兩極化的現象依然不

顯著。從圖一可知，2015年美國與中國共同的重要貿易夥伴國有9個，分別是

日本、南韓、德國、英國、印度、巴西、台灣、加拿大和法國，這些國家對美

中兩國來說，在美中貿易戰前後都扮演著關鍵的貿易夥伴。在美中貿易戰後，

共同貿易夥伴國家的數目有逐漸增加的趨勢，2018年增加為11個國家，2019年

甚至增加至13個。共同貿易夥伴國數目增加的主要原因在於中國的有效貿易

國數增加，這個數目增加的原因有二。第一個原因在於美國對中國商品所課徵

的高額關稅，迫使中國減少對美國出口，轉向對其他國家出口，進而增加中國

的有效貿易國數。第二個原因則是轉運（transshipment），中國透過將商品轉

運至第三國後，以第三國為產地重新出口，規避美國對中國商品所課徵的關稅

（Tham, Yi, and Ann 2019）。無論原因為何，美中兩國的共同貿易夥伴國家數

目明顯增加，也就是說，貿易戰後的國際貿易結構是否有朝向兩極化的趨勢發

展，從數據上來說，貿易關係兩極化的趨勢並不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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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中國主要的貿易夥伴國與有效貿易國數
年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ENTC

名次 
19.02 18.95 19.22 20.17 22.92 21.53 22.49 24.55

1 美國 

(16.19%)

美國

(16.03%)

美國

(15.91%)

美國

(15.25%)

美國

(13.11%)

美國

(13.9%)

美國

(13.73%)

美國

(12.96%)

2 日本 

(8.05%)

日本

(8.43%)

日本

(8.22%)

日本

(7.86%)

日本

(7.61%)

日本

(7.49%)

日本

(6.73%)

南韓

(6.16%)

3 南韓

(7.96%)

南韓

(7.78%)

南韓

(7.61%)

南韓

(7.52%)

南韓

(6.87%)

南韓

(6.74%)

南韓

(6.56%)

日本

(6.08%)

4 台灣

(5.48%)

台灣

(5.52%)

台灣

(5.39%)

台灣

(5.42%)

台灣

(5.51%)

台灣

(6.15%)

台灣

(5.95%)

台灣

(5.44%)

5 德國

(4.52%)

德國

(4.65%)

德國

(4.56%)

德國

(4.42%)

德國

(4.46%)

越南

(4.54%)

德國

(4.26%)

越南

(4%)

6 澳洲

(3.3%)

澳洲

(3.31%)

澳洲

(3.7%)

澳洲

(3.66%)

澳洲

(4.09%)

德國

(4.53%)

越南

(4.17%)

德國

(3.87%)

7 馬來西亞 

(2.81%)

越南

(3.03%)

越南

(3.32%)

越南

(3.55%)

越南

(3.91%)

澳洲

(4.04%)

澳洲

(4.16%)

澳洲

(3.76%)

8 越南

(2.64%)

馬來西亞 

(2.69%)

馬來西亞

(2.6%)

巴西

(2.66%)

馬來西亞

(3%)

馬來西亞

(3.1%)

馬來西亞

(3.21%)

馬來西亞

(3.47%)

9 新加坡

(2.33%)

泰國

(2.34%)

巴西

(2.38%)

馬來西亞

(2.62%)

巴西

(2.79%)

巴西

(2.84%)

巴西

(2.96%)

俄羅斯

(3.23%)

10 英國

(2.27%)

英國

(2.3%)

俄羅斯 

(2.29%)

俄羅斯

(2.56%)

俄羅斯

(2.68%)

俄羅斯

(2.54%)

俄羅斯

(2.64%)

巴西

(2.92%)

11 泰國

(2.18%)

新加坡

(2.2%)

印度

(2.29%)

印度

(2.3%)

印度

(2.24%)

泰國

(2.33%)

泰國

(2.38%)

印尼

(2.54%)

12 巴西

(2.07%)

印度

(2.17%)

泰國

(2.19%)

泰國

(2.11%)

泰國

(2.22%)

英國

(2.18%)

印度

(2.28%)

印度

(2.31%)

13 印度

(2.06%)

俄羅斯

(2.13%)

新加坡

(2.16%)

荷蘭

(2.05%)

新加坡

(2.17%)

荷蘭

(2.17%)

印尼

(2.26%)

泰國

(2.3%)

14 荷蘭

(1.97%)

巴西

(2.07%)

英國

(2.15%)

新加坡

(2%)

英國

(2.09%)

新加坡

(2.11%)

荷蘭

(2.1%)

荷蘭

(2.22%)

15 俄羅斯

(1.96%)

荷蘭

(2.07%)

荷蘭

(2.13%)

英國 

(1.94%)

荷蘭

(2.06%)

印度

(2.07%)

英國

(2.04%)

沙烏地阿

拉伯

(1.97%)

16 加拿大 

(1.61%)

印尼

(1.64%)

印尼

(1.72%)

印尼

(1.86%)

印尼

(1.93%)

印尼

(1.85%)

新加坡

(1.7%)

新加坡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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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ENTC

名次 
19.02 18.95 19.22 20.17 22.92 21.53 22.49 24.55

17 印尼

(1.56%)

法國

(1.46%)

法國

(1.49%)

加拿大

(1.53%)

沙烏地

阿拉伯 

(1.89%)

沙烏地阿

拉伯

(1.58%)

沙烏地阿

拉伯

(1.58%)

英國

(1.76%)

18 法國

(1.5%)

菲律賓 

(1.45%)

加拿大

(1.41%)

法國

(1.52%)

法國

(1.59%)

法國

(1.58%)

墨西哥

(1.57%)

阿拉伯聯

合大公國

(1.69%)

19 沙烏地

阿拉伯

(1.49%)

加拿大

(1.41%)

菲律賓

(1.39%)

沙烏地

阿拉伯

(1.52%)

加拿大

(1.57%)

加拿大

(1.51%)

法國

(1.55%)

加拿大

(1.64%)

20 墨西哥 

(1.4%)

菲律賓

(1.47%)

菲律賓

(1.44%)

菲律賓

(1.49%)

墨西哥

(1.61%)

21 墨西哥

(1.46%)

墨西哥

(1.44%)

加拿大

(1.48%)

菲律賓

(1.49%)

22 義大利 

(1.33%)

義大利

(1.3%)

義大利

(1.34%)

法國

(1.39%)

23 阿拉伯聯

合大公國 

(1.18%)

義大利

(1.33%)

24 智利

(1.14%)

25 瑞士

(0.98%)

說明：表格內（）的數字是該國佔中國出口與進口貿易總額的比例。

資料來源：ITC-Trade Impact for Good（intracen.org）數據為筆者自行計算。

表2　美國主要的貿易夥伴國與有效貿易國數
年分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ENTC

名次 
12.49 12.61 12.46 12.78 13.57 13.51 13.56 13.94

1 中國

(16.23%)

中國

(16.13%)

中國

(16.59%)

中國

(15.98%)

加拿大 

(14.72%)

中國

(15.16%)

中國

(14.75%)

加拿大

(14.77%)

2 加拿大

(15.29%)

加拿大

(14.89%)

加拿大

(14.9%)

加拿大

(14.63%)

墨西哥

(14.64%)

墨西哥

(14.1%)

加拿大

(14.38%)

墨西哥

(1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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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分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ENTC

名次 
12.49 12.61 12.46 12.78 13.57 13.51 13.56 13.94

3 墨西哥 

(14.03%)

墨西哥

(14.23%)

墨西哥

(14.14%)

墨西哥

(14.35%)

中國

(13.73%)

加拿大

(13.9%)

墨西哥

(14.18%)

中國

(13.41%)

4 日本 

(5.17%)

日本

(5.36%)

日本

(5.24%)

日本

(5.17%)

日本

(5.26%)

日本

(4.86%)

日本

(4.56%)

日本

(4.31%)

5 德國 

(4.64%)

德國

(4.48%)

德國

(4.4%)

德國

(4.35%)

德國

(4.52%)

德國

(4.56%)

德國

(4.34%)

德國

(4.11%)

6 南韓 

(3.08%)

南韓

(3.08%)

南韓

(3.08%)

南韓

(3.1%)

南韓

(3.24%)

南韓

(3.37%)

南韓

(3.51%)

南韓

(3.54%)

7 英國 

(3.02%)

英國

(2.99%)

英國

(2.8%)

英國

(3%)

英國

(3.17%)

英國

(2.86%)

越南

(2.54%)

越南

(2.71%)

8 法國 

(2.1%)

法國

(2.17%)

法國

(2.13%)

法國

(2.13%)

法國

(2.31%)

瑞士

(2.45%)

英國

(2.53%)

英國

(2.62%)

9 台灣

(1.79%)

印度

(1.87%)

印度

(1.93%)

印度

(2.1%)

印度

(2.24%)

越南

(2.43%)

台灣

(2.51%)

台灣

(2.57%)

10 印度 

(1.78%)

台灣

(1.8%)

義大利

(1.76%)

義大利 

(1.85%)

台灣

(2.07%)

台灣

(2.42%)

印度

(2.49%)

印度

(2.54%)

11 義大利 

(1.62%)

義大利

(1.71%)

台灣

(1.76%)

台灣

(1.82%)

義大利

(1.96%)

印度

(2.1%)

荷蘭 

(1.9%)

荷蘭 (2%)

12 巴西 

(1.58%)

瑞士

 (1.61%)

巴西

(1.71%)

荷蘭 

(1.73%)

荷蘭

(1.94%)

愛爾蘭島

(1.98%)

愛爾蘭島

(1.87%)

法國

(1.95%)

13 巴西

(1.55%)

巴西

(1.68%)

越南

 (1.9%)

荷蘭

(1.92%)

瑞士

(1.87%)

義大利 

(1.83%)

14 巴西

(1.78%)

法國

(1.88%)

義大利 

(1.81%)

愛爾蘭島

(1.81%)

說明：表格內（）的數字是該國佔美國出口與進口貿易總額的比例。

資料來源：ITC-Trade Impact for Good（intracen.org）數據為筆者自行計算。

不僅從共同貿易夥伴國的數目可以觀察國際貿易關係的情況，加總共同貿

易夥伴國對美以及對中貿易佔比後發現，這些國家對美貿易佔比以及對中貿易

佔比都增加了（請參閱表3）。從表3可知，共同貿易夥伴國的對美貿易佔比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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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的38.45%增加至2022年的57.36%；對中貿易佔比從2015年的35.52%後

也逐年增加，最高時在2019年增加至43.49%，2022年時和2015年做比較，這

個比例也增加至37.81%。共同貿易夥伴國的對美與對中貿易佔比的改變更加

說明貿易並未走向兩極化的趨勢，因為美中以外的重要貿易國家，如亞洲的日

本與南韓和歐洲的德、法與英國，不但維持與美國和中國的貿易活動，更深化

與兩國的貿易關係，增加對美與對中貿易佔比。

圖1　中美兩國主要貿易夥伴國的分布情形（2015∼2022年）
2015

中國主要貿易夥伴國
美國主要貿易夥伴國

墨西哥

義大利

澳大利亞
馬來西亞
越南
新加坡
泰國
荷蘭
俄羅斯
印尼
沙烏地阿拉伯

日本
南韓
台灣
德國
英國
印度
巴西
法國
加拿大

2016

中國主要貿易夥伴國
美國主要貿易夥伴國

墨西哥

義大利

瑞士

澳大利亞
馬來西亞
越南
新加坡
泰國
俄羅斯
荷蘭
印尼
菲律實

日本
南韓
台灣
德國
英國
印度
巴西
加拿大
法國

2017

中國主要貿易夥伴國
美國主要貿易夥伴國

墨西哥

義大利

澳大利亞
馬來西亞
越南
新加坡
泰國
俄羅斯
印尼
菲律實

日本
南韓
台灣
德國
英國
印度
巴西
加拿大
法國
荷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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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中國主要貿易夥伴國
美國主要貿易夥伴國

義大利

澳大利亞
馬束西亞
越南
新加坡
泰國
俄羅斯
印尼
沙烏地阿拉伯

日本
南韓
台灣
德國
英國
印度
巴西
加拿大
法國
荷蘭
墨西哥

2019

中國主要貿易夥伴國
美國主要貿易夥伴國澳大利亞

馬來西亞
新加坡
泰國
俄羅斯
印尼
沙烏地阿拉伯
菲律實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日本
南韓
台灣
德國
越南
英國
印度
巴西
法國
荷蘭

2020

中國主要貿易夥伴國
美國主要貿易夥伴國

瑞士

愛爾蘭島

澳大利亞
馬來西亞
巴西
新加坡
泰固
俄羅斯
印尼
沙烏地阿拉伯
菲律實
義大利

日本
南韓
台灣
德國
越南
英國
印度
法國
荷蘭
加拿大
墨西哥

墨西哥
義大利
加拿大

2021

中國主要貿易夥伴國
美國主要貿易夥伴國

瑞士

愛爾蘭島

澳大利亞
馬來西亞
巴西
新加坡
俄羅斯
印尼
法國
沙烏地阿拉伯
菲律實

日本
南韓
台灣
德國
越南
英國
印度
荷蘭
加拿大
墨西哥
義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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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表3　美中兩國貿易夥伴國的貿易佔比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僅是中國的貿

易夥伴國佔中

國的貿易佔比

20.24% 20.86% 21.5% 19.88% 20.63% 23.13% 23.93% 27.45%

同時為美中兩

國的貿易夥伴

國佔中國的貿

易佔比

35.52% 35.79% 35.5% 38.62% 43.49% 40.4% 38.48% 37.81%

僅是美國的貿

易夥伴國佔美

國的貿易佔比

15.65% 17.55% 15.9% 1.85% 0% 4.43% 3.74% 1.81%

同時為美中兩

國的貿易夥伴

國佔美國的貿

易佔比

38.45% 38.19% 37.95% 54.06% 59.75% 54.4% 54.75% 57.36%

資料來源：ITC-Trade Impact for Good（intracen.org）數據為筆者自行計算。

2022

中國主要貿易夥伴國
美國主要貿易夥伴國

愛爾蘭島

澳大利亞
馬來西亞
巴西
新加坡
泰國
俄羅斯
印尼
沙烏地阿拉伯
菲律實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日本
南韓
台灣
德國
越南
英國
印度
荷蘭
法國
加拿大
墨西哥
義大利

智利
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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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進一步說明共同重要貿易夥伴國與美國和中國的貿易關係。共同重要

貿易夥伴國不僅是對美國和中國而言具有貿易上的重要性，反過來，兩邊的貿

易分別對這些共同貿易夥伴國而言也很重要。表4從貿易排序和貿易佔比兩方

面的數據，說明中國貿易與美國貿易對這些共同重要貿易夥伴國的重要性。距

離是影響兩國貿易的關鍵因素，因此可以推知，中國和亞洲國家以及美國與美

洲國家必然有緊密的貿易關係。表4的數據支持這樣的觀點，表4中的國家都

與美中兩國有緊密的貿易關係，但亞洲地區的日本、南韓、台灣以及印度，這

些國家與中國的貿易佔其對外貿易的首位；美國則是美洲地區的加拿大以及墨

西哥（2019年才進入名單）最重要對外貿易的國家。巴西則是比較特別的例

子，中國為巴西對外第一大市場，美國反而是第二大市場。歐洲國家比較沒有

出現這樣的規律，法國、荷蘭和英國與美國有較多的貿易往來；德國則是和中

國有較密切的貿易關係。

表4　 中國貿易與美國貿易對共同重要貿易夥伴國的貿易概況及貿易排序（貿

易佔比），2015∼2022年。 

2015年
中國貿易佔該國貿易的排序與佔比

（%）

美國貿易佔該國貿易的排序與佔比

（%）

日本 1(21.19%) 2(15.29%)

南韓 1(23.6%) 2(11.87%)

台灣 1(22.67%) 2(11.97%)

德國 3(7.61%) 1(8.1%)

英國 3(8.27%) 2(11.64%)

印度 1(10.87%) 2(9.29%)

巴西 1(18.42%) 2(14.15%)

加拿大 2(8.1%) 1(64.85%)

法國 5(6.85%) 3(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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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中國貿易佔該國貿易的排序與佔比

（%）

美國貿易佔該國貿易的排序與佔比

（%）

日本 1(21.6%) 2(15.96%)

南韓 1(23.45%) 2(12.22%)

台灣 1(23.14%) 2(11.95%)

德國 1(7.87%) 3(7.63%)

英國 3(7.43%) 2(11.34%)

印度 1(11.24%) 2(10.1%)

巴西 1(18.22%) 2(14.75%)

加拿大 2(8.13%) 1(64.04%)

法國 6(6.62%) 3(7.26%)

2017年
中國貿易佔該國貿易的排序與佔比

（%）

美國貿易佔該國貿易的排序與佔比

（%）

日本 1(21.7%) 2(15.26%)

南韓 1(22.81%) 2(11.38%)

台灣 1(24.22%) 2(11.43%)

德國 1(8.15%) 2(7.52%)

英國 3(7.51%) 2(10.91%)

印度 1(11.41%) 2(9.48%)

巴西 1(20.43%) 2(14.23%)

荷蘭 6(5.41%) 5(5.79%)

加拿大 2(8.54%) 1(63.44%)

法國 6(6.84%) 4(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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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中國貿易佔該國貿易的排序與佔比

（%）

美國貿易佔該國貿易的排序與佔比

（%）

日本 1(21.37%) 2(15.08%)

南韓 1(23.56%) 2(11.59%)

台灣 1(24.29%) 2(11.8%)

德國 1(8.26%) 2(7.39%)

英國 3(7.85%) 2(11.14%)

印度 1(10.84%) 2(10.15%)

巴西 1(23.6%) 2(13.95%)

荷蘭 6(5.42%) 4(6.06%)

加拿大 2(8.75%) 1(62.93%)

法國 6(6.88%) 3(6.92%)

墨西哥 2(10.14%) 1(62.72%)

2019年
中國貿易佔該國貿易的排序與佔比

（%）

美國貿易佔該國貿易的排序與佔比

（%）

日本 1(21.3%) 2(15.54%)

南韓 1(23.28%) 2(12.98%)

台灣 1(24.26%) 2(13.24%)

德國 1(8.47%) 2(7.39%)

英國 3(8.25%) 1(12.13%)

印度 2(10.68%) 1(11.12%)

巴西 1(24.45%) 2(14.98%)

荷蘭 6(5.72%) 4(6.06%)

加拿大 2(8.23%) 1(62.97%)

法國 5(6.92%) 2(7.57%)

越南 1(22.59%) 2(14.63%)

墨西哥 2(9.96%) 1(62.53%)

義大利 5(4.93%) 3(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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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中國貿易佔該國貿易的排序與佔比

（%）

美國貿易佔該國貿易的排序與佔比

（%）

日本 1(23.92%) 2(14.93%)

南韓 1(24.63%) 2(13.49%)

台灣 1(26.29%) 2(13.23%)

德國 1(9.55%) 2(7.66%)

英國 3(9.08%) 1(11.17%)

印度 1(12.09%) 2(11.8%)

荷蘭 3(6.51%) 4(6.45%)

加拿大 2(9.55%) 1(60.88%)

法國 2(8.08%) 5(6.92%)

越南 1(24.52%) 2(16.74%)

墨西哥 2(10.27%) 1(63.02%)

2021年
中國貿易佔該國貿易的排序與佔比

（%）

美國貿易佔該國貿易的排序與佔比

（%）

日本 1(22.84%) 2(14.31%)

南韓 1(23.94%) 2(13.49%)

台灣 1(25.64%) 2(12.99%)

德國 1(9.54%) 2(7.52%)

英國 3(9.61%) 1(10.19%)

印度 2(11.46%) 1(11.7%)

荷蘭 4(6.08%) 3(6.13%)

加拿大 2(9.15%) 1(62.16%)

越南 1(24.87%) 2(16.73%)

墨西哥 2(11.15%) 1(61.51%)

義大利 4(5.42%) 3(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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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中國貿易佔該國貿易的排序與佔比

（%）

美國貿易佔該國貿易的排序與佔比

（%）

日本 1(20.26%) 2(14.01%)

南韓 1(21.94%) 2(13.59%)

台灣 1(22.82%) 2(13.48%)

德國 1(9.74%) 2(8.08%)

英國 2(10.24%) 1(11.99%)

印度 2(9.9%) 1(11.14%)

荷蘭 6(5.6%) 3(6.51%)

加拿大 2(8.49%) 1(63.4%)

法國 5(7.53%) 3(8.03%)

越南
12

墨西哥 2(11.15%) 1(61.81%)

義大利 4(5.85%) 3(7.06%)
資料來源：ITC-Trade Impact for Good（intracen.org）數據為筆者自行計算。12

參、為何貿易關係沒有兩極化：威脅平衡的觀點

在國際關係中，安全議題影響國家行為甚深，Waltz（1979, 105-106）認

為，國家安全的不確定性使得國家會放棄和其他國家合作的機會。然而，新現

實主義下國家安全的不確定性來自於無政府狀態（anarchy）的假設，而非國

家自身的判斷與認知。由於盟國之間的安全不確定性比較低，因此兩極化之所

以有助於提升自由貿易，是因為權力兩極的國家會招集各自的盟友，在安全外

部性考量之下，貿易的進行多會發生在各自的集團內，少量的貿易則發生在集

團間國家的貿易。而在非兩極化下，國家間對安全的不確定性增加，再加上

非兩極化下的聯盟關係複雜，因此國家間的貿易行為在安全考量下便會減少

（Gowa and Mansfield 1993; Gowa 1994）。然而這樣的觀點能夠完整地描述國

家行為嗎？如果這樣的觀點是正確的，為何美中對立所造成的國際政治兩極化

12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re的資料庫，越南只有至2021年的資料，故留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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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未形成貿易關係兩極化呢？

關鍵在於威脅存在與否以及國家會如何回應威脅。Stephen Walt提供了威

脅平衡的觀點描述國家行為。
13Walt（1987, 21-26）認為，威脅是個可操作

的變數，可透過國家總體權力（aggregate power）、地理接近性（geographic 

proximity）、進攻權力（offensive power）以及侵略意圖（aggressive 

intentions）測量威脅。國家總體權力指的是國家綜合的物質力量，包括人口數

量、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地理接近性觀察的是國家之間的地理距離，國家難

免受到地理距離越近的國家在軍事與經濟等方面的威脅；他國的綜合國力越

強，兩國距離越近並不代表必然成為威脅，需視他國將這兩個要素轉換為進攻

權力的程度，這就是進攻權力的概念；侵略意圖則是認定他國主觀上侵略的意

圖為何，結合能力與意圖，這才能成為威脅。

國家面對威脅時該如何回應，Walt認為有兩種方式。一種是選擇與他國聯

合對抗威脅國的平衡（balance）方式，另一種則是採用與威脅國聯合的扈從

（bandwagon）方式。總言之，威脅平衡的觀點認為，國家之間的合作是為了

回應威脅，而非回應權力。加入國家對威脅的認知，可以使得政治兩極化與貿

易兩極化之間的邏輯關係更加完善。下圖顯示傳統結構現實主義學派與本文加

入國家對威脅認知的邏輯關係。

圖2　政治兩極化與貿易關係兩極化的邏輯關係比較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13 Walt的威脅平衡論主要是討論影響聯盟形成的因素，在這裡我們借用這個觀點討論國
家貿易合作的可能性。

傳統上

權力結構兩極化 貿易安全外部性 貿易兩極化

修正版

權力結構兩極化 安全威脅
有安全威脅

沒有安全威脅

貿易安全外部性

無貿易安全外部性

貿易兩極化

無貿易兩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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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認為，政治兩極化是否造成貿易關係兩極化有兩個關鍵因素。第一個

何謂威脅，是利益衝突還是安全考量，甚或只是政治上選邊的結果。筆者認

為，威脅的形成原因可能造成國家在貿易關係上不同的選擇，當國家在認知上

並不認為他國會帶來安全威脅，那麼國家就沒有理由選擇走向貿易關係兩極

化。這也是筆者企圖在貿易的安全外部性問題上帶入威脅平衡觀點的理由。第

二個則是比較成本利益的問題。面對安全威脅時，國家願意犧牲多大的經濟利

益，也就是文中後續所提的政治—經濟平衡問題（Liberman 1996）。安全威

脅的產生不等於國家就會立即選擇與之對抗，這得視國家願意犧牲多少經濟利

益，平衡政治—經濟之間的衝突。

本文利用這樣的觀點解釋美中貿易戰後，美中對抗下的貿易關係為何未呈

現兩極化的結構。以下從威脅平衡的觀點說明，分成三個部分解釋貿易關係未

兩極化的原因。

一、超級強權國與區域強權國的差異

在兩強對立的情況下，超級強權國最擔憂的是來自於另一個超級強權國的

挑戰與威脅。從威脅平衡論的觀點來說，面臨另一個超級強權國的威脅，超

級強權國會傾向於與他國結盟，採平衡的方式，對抗另一個超級強權國的威脅

（Walt 1987, 153）。然而，區域強權國對於這種全球層級的平衡較不敏感，

Walt（1987, 162-165）認為，區域強權國最關注的因素是地理接近性的問題，

即使具威脅性的超級強權國的總體國力急速上升，但是當兩者的地理位置差距

甚遠時，區域強權國並不會採取平衡的手段對抗超級強權國，只有當具威脅性

的超級強權國與區域強權國的地理位置接近時，區域強權國才會採取平衡的手

段。

從冷戰時期與現今美中對立的局面做比較，就可以理解為何貿易關係未呈

現兩極化。冷戰時期，蘇聯與美國主要的盟友，也就是西歐國家在地理位置上

甚為接近，這對西歐國家的安全造成極大的壓力，也因此這些國家會選擇與美

國結盟，共同對抗蘇聯往西發展的侵略行為。

從這個邏輯看中國與西歐國家的關係，即使西歐國家認為中國崛起對西

歐國家是個潛在的威脅，但由於地理位置差距的關係，再加上亞洲國家的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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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基本上，西歐國家對於聯美制中的想法並不積極。如同日前德國經濟部長

哈貝克在新加坡出席德國經濟亞太會議時提及「我知道美國有時會用更嚴厲

的措辭，那不是我們的做法。在沒有疑問的方面，與中國的貿易往來不成問

題。」
14

亞洲的區域強權國日本與南韓對中國的態度和西歐國家稍有不同，日韓

兩國與中國的關係深具矛盾，常常出現兩者關係忽冷忽熱的狀況（張雅君 

2005）。之所以出現這種矛盾的現象，一方面因為地理接近性，日本與南韓

對中國深具警戒，兩國都擔心中國崛起後為亞洲區域帶來的緊張與衝突；但另

一方面，日韓兩國也因為地理位置的關係和中國有深厚的貿易關係，雙方長期

呈現經熱政冷的矛盾關係。

二、侵略意圖的認定

國家認知到他國侵略的意圖時，最直接的反應就是聯合其他國共同對抗

可能的侵略國（Walt 1987, 25）。冷戰時期的西歐各國，也是在1948年間蘇聯

出兵捷克後，擔憂自身國家遭受蘇聯擴張入侵的威脅之下才決定在1949年共

同組成北大西洋公約組織（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

NATO），抵禦蘇聯可能的入侵。隨後，1955年，在西德加入NATO之後，東

德、波蘭、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捷克和匈牙利等社會主義國家

也在自身安全考量之下簽署華沙公約，以對抗NATO為名，成立共產國家的政

治軍事同盟，也就是華沙公約組織（Warsaw Treaty Organization）。這些例子

都可說明侵略意圖對國家行為的影響。

然而，中國崛起有造成各國安全議題上的威脅嗎？

這個問題可以從1990年代後期的中國威脅論（China threat theory）講起。

90年代後期，中國歷經數年經濟雙位數成長，經濟與貿易實力已漸在國際市

場中嶄露頭角，後續發展不容小覷。也因為這樣的成長速度，Gertz（2000）

和Broomfield（2003）都認為，中國快速崛起，累積其在經濟與軍事面向的

14 Mark Hallam , Richard Walker，「德國經濟部長：面對中國要更加謹慎。」德國之聲中
文網，https://tw.news.yahoo.com/德國經濟部長-面對中國要-更加謹慎-1449007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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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力，將對美國和亞太地區國家造成安全上的威脅。這樣的論述在1990年代

後期與2000年初期的確引起關注，美國前副國務卿Robert Zoellick就曾以「令

人焦慮的鼎鑊（cauldron of anxiety）」來形容中國對美國所帶來的威脅15
。然

而，中國威脅的觀點並非是所有人的共識，Al-Rodhan（2007）即認為，中國

與美國的實力有一段顯著地差距，這個差距很難在短時間內被弭平，再加上中

國有內部嚴重的社會與經濟問題，中國威脅在實際上可能不若理論預期來的

大。更重要的是，中國威脅論在中國改採低姿態的「和平崛起」，企圖淡化中

國威脅論（蕭全政 2004），以及後續國際情勢的轉變，從針對中國到面對恐

怖主義的情況下，中國威脅就慢慢地退出主流論述，不僅是美國，包括美國的

盟友都不再以中國威脅當成外交政策的核心價值。

從中國威脅到淡化中國威脅，中國的外交政策開始服膺鄧小平在1992年對

外所宣稱的「韜光養晦，永不稱霸」路線，致力於國家發展。2001年12月中

國在美國的協助下加入WTO；2010年，中國超越日本和德國，成為世界第二

大市場，中國的國家發展路線獲得一定成效。這個成效在當時也反映在各國

對於中國的觀點，根據美國智庫Pew Research Center的調查，2010年前，美國

與荷蘭的民眾對中國的觀感約有4成多表示「非常／有些喜歡中國」，澳大利

亞和英國甚至高達5成多的民眾持相關觀點16
。Schweller和Pu（2011, 53）即認

為，中國正逐漸適應美利堅治世（Pax Americana）的規則，而非選擇挑戰現

行規則。

2019年的疫情改變了世界各國對於中國的觀點。同樣是Pew Research 

Center的調查結果，2020年後，有73%的外國人對中國感到反感，除了近期

因新疆人權和香港反送中的爭議，中國令人反感的來源主要來自於對疫情的

態度，包括中國對疫情源頭的說明以及中國對疫情處理不當導致全球性的傳

染。而這些對中國反感的理由並無涉及國家安全議題抑或各國與中國的領土

爭議。在沒有顯著安全考量之下，國際權力結構的改變能否直接推論到各國

15 Sushil Seth. 2005. “China causes ‘cauldron of anxiety’.” In Taipei Times, Oct 18th, 2005. 
China causes ‘cauldron of anxiety’-Taipei Times。

16 各國對於中國觀點的改變，請參閱Global Public Opinion of China During the Xi Era, Pew 
Research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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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行為的轉變不無疑問。Ross（2006）即發現，中國崛起對於霸權國家來

說的確是個議題，因為這涉及霸權能否繼續維持，但中國崛起對於次級國家

（secondary states）而言，對自身國家的政治（安全議題）-經濟（經濟利益）

平衡可能更為重要，次級國家不需要像霸權國家一樣制衡崛起強國，在政治-

經濟平衡的考量下，次級國家也可對崛起強國採適應（accommodation）的策

略。
17

在政治—經濟平衡的考量下，除了中國是否具安全威脅之外，美國的態度

變得非常關鍵。美國能否提供貿易關係之外更多的經濟利益給聯盟的會員國，

成為會員國會不會支持美國政策的關鍵因素。冷戰時期，美國在COCOM裡曾

公布一份貿易清單，要求成員國與蘇聯貿易時遵守，不得出口清單內的商品予

蘇聯。對於這份清單英國與西歐各國多有疑慮，因為英國與西歐各國與蘇聯有

密切的能源和原物料交易，缺少了蘇聯在能源與原物料的供給，西歐國家得花

費較長的時間走出二次戰爭對西歐國家經濟與建設的破壞。在英國與西歐各國

對美國對蘇聯禁運的作為有所遲疑時，美國重申其對西歐國家的幫助，尤其是

1947∼1951年間馬歇爾計畫（Marshall Plan）對西歐國家經濟重建的幫助。這

樣的聲明對西歐國家具有相當的影響力，這使得西歐國家決定支持美國對蘇聯

禁運的政策，讓美國能透過COCOM貫徹其政策的意志（Jackson 2001）。

2000年代後的美國，是否還具有當年承諾聯盟會員國的能力，不無疑

問。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重創了美國的經濟與金融實力，Kirshner（2014）

更認為，金融危機使得世界各國對於美國權力有了新的異質性的想法（New 

Heterogeneity），對於美國所引領的經濟與金融秩序有所動搖，繼續持有美元

的意願也會開始衰退；更重要的是，相較於美國治理的中國，世界各國有更

多的想像與期待。面對這些改變，美國恐怕沒有太多著力點，改變世界各國

對美國與中國相對政經情勢判斷的觀點。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美中對立對於歐

洲國家的影響，Goulard（2020, 59）發現，即使美中貿易戰影響歐洲國家對中

17 Peter Liberman（1996）也曾提出類似的觀點。Liberman認為，傳統認為國家不應該與
敵國貿易，因為與敵國貿易會增強敵國的經濟實力。但在現實中仍不乏國家與敵國貿

易的例子，Liberman的說明則是，與敵國貿易涉及安全與經濟的相對考量，在經濟的
相對利益遠大於安全考量時，國家仍有可能與敵國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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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出口貿易，但仍有超過75%的歐洲公司無意改變在中國營運的模式。荷蘭

外長Stef Blok也發表言論：「歐洲國家對於貿易戰沒有興趣，自由貿易對荷蘭

而言仍為關鍵（Nobody has an interest in trade war and free trade is crucial for the 

Netherlands）」18
。當然更別說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在今年

4月訪中，回程時受訪提到歐洲要減少對美國的依賴，堅持歐洲國家的戰略自

主。
19
這些例子都可以看出，歐洲國家不見得對中國持有友善的觀點，但嘗試

脫離從美國的觀點看中國，從歐洲自身的經濟與安全利益來看待中歐貿易關係

可能更為重要且實際。

三、貿易結構因素

另一個貿易沒有兩極化的因素則是貿易結構本身。對外貿易對蘇聯與中國

來說有著完全不一樣的意義。蘇聯受制於國內市場因素，出口商品多以能源以

及原物料為主，並無太多製造業與電子業產品，再加上冷戰時期貿易對象多限

於各自集團內的成員，東歐國家的貿易重疊性又高，因此蘇聯的對外貿易佔其

GDP並不高。然而，貿易是中國國家經濟成長的引擎，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

以來，促進對外貿易，以貿易吸引外資，累積外匯存底便是當時中國經濟發展

的既定策略，中國以世界工廠著稱，以廉價勞工與土地，吸引全球製造業進駐

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上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換言之，中國對於貿易重視的程

度遠高於蘇聯，而且能提供國際市場廉價的製造商品。

中國對貿易的重視程度傳遞了若干訊息給其他國家，首先是中國深化與其

他國家貿易的意願。建立兩國貿易關係並非一蹴而成，除了滿足兩國比較利益

所需，對於夥伴國的信任也是促成兩國貿易的關鍵因素，因為信任會降低交易

成本，讓兩國的經濟表現更為有效率（Dyer & Chu 2003）。也因此，一旦兩

國建立起貿易關係，無論是沉默成本（sunk costs）還是機會成本（opportunity 

18 Pieters, J. 2019. “US-China Trade War would be Bad for Netherlands, Dutch FM says.” NL 
Times. https://nltimes.nl/2019/05/10/us-china-trade-war-bad-netherlands-dutch-fm-says (Au-
gust 9, 2023).

19 田孟心，2023，「馬克宏：「歐洲別捲入台海問題」—為什麼他這麼迎合中國？」

天下雜誌。https://www.cw.com.tw/article/5125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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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ts）的緣故，既定的貿易關係很難被改變。

更重要訊息的是，中國對貿易的重視降低了其他國家在安全上的顧慮。

Rosecrance（1986, 30-32）認為，戰爭和貿易都是國家選擇取得資源的管道，

但當貿易國家拉近國家間貿易互賴程度之後，當國家越來越仰賴透過貿易取得

原料、產品和市場管道時，選擇以戰爭作為手段取得這些資源的成本就會提

高，進而便會降低戰爭機率，與其他國家安全上的顧慮。Copeland（2014, 27-

32）亦提出類似的觀點，貿易降低戰爭機率的理由在於，當國家期望從貿易能

夠獲得較戰爭更多利益時，戰爭便不會成為國家的選項。

基於上述理由，國際政治的兩極化並不一定會造成貿易關係兩極化。美國

與中國的對峙局面，因為兩強的霸權相爭將無可避免，但雙方在國際舞台上各

自的盟友，會更加考量自身政治與經濟的平衡，同時與兩大強國進行非政治上

的交流。換言之，美中貿易戰後的國際局勢將呈現政治兩極化，貿易多元化的

特殊狀況。

肆、貿易非兩極化的影響

貿易非兩極化的現象首當其衝者當然是美中競爭關係中的美國。美國要如

何在貿易多元的環境下，推動冷戰時期圍堵的方式面對挑戰者中國，如何讓美

國的盟友願意而且能夠犧牲甚至放棄自家經濟利益聯美制中，以美國現今的政

治經濟實力恐怕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本文認為，貿易關係沒有兩極化

最直接的影響，就是會削弱美中之間的競爭關係，尤其是當美國需要盟友共同

抵制中國的力道，將會受到貿易關係未兩極化的影響。如同前文所討論的，美

中兩大強權所關注的議題並不必然會是區域強權國家所關心的議題，對於區域

強權國家來說，取得自身政治-經濟的平衡，會較支持霸權國家維持或爭取霸

權地位更為重要。而當這些區域強權國家能夠遊走在美中兩大強國，在不損及

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從兩國的市場取得經濟利益，美國盟友便不必然會支持美

國所訂下對抗中國的政策。

最直接的例子就是近期美國所頒布的半導體政策。2022年8月9日美國總

統拜登簽署晶片與科學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該法案正式生效。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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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晶片法案規定，美國政府提供527億美元補助並25%稅務減免給與在美國生

產半導體的業者，用以吸引先進半導體業者到美國設廠。補貼對象不限於美國

廠商，只要是在美國設廠的業者，即使是外國廠商也可以獲得補貼與享用稅務

優惠條件。這樣的補貼與稅務優惠唯一的限制就是，領取美國補貼的廠商在十

年內不得在中國或對美國不友善的國家建構新廠或擴充設備。這樣的限制條件

很明顯地就是在限制中國半導體產業的發展，防止中國完成電子產業的供應

鏈。面對這樣的條件限制，南韓持不同意見。三星電子（Samsung）是南韓半

導體的生產主力，日前不但已經規劃在中國西安設置新廠，重要的是，三星半

導體有六成以上的銷售輸往中國市場，同意接受美國補助，加入美國所建構的

CHIP 4聯盟，20
對南韓主要的半導體產業將會造成短期內重大損失。南韓當然

也明白美國制定半導體政策的用意，而且就長期來說，加入CHIP 4對南韓也有

好處，畢竟目前先進半導體製程的生產機器都來自美國，只是短期內重大損失

讓南韓裹足不前。不過，隨著全球通貨膨脹問題舒緩，在未來利率可能調降，

半導體需求可能增加的情況下，南韓對美國禁止在中國生產半導體的要求反應

更加強烈；日前，南韓半導體大廠三星以及SK海力士已經獲得美國無限期豁

免，放鬆南韓對中國半導體的出口管制。
21

伍、結論

國際政治的兩極化可能導致全球貿易的兩極化，從現實主義下貿易的安全

外部性邏輯或是冷戰時期美蘇在經濟上對峙的情況來說，似乎是必然的結果。

不過在檢證2015∼2022年間美國與中國和其他國家的貿易數據後發現，經歷

2018年的美中貿易戰，美中兩國的對峙帶來的國際政治兩極化並未導致全球

貿易關係的兩極化。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落差在於結構現實主義的推論過於簡

化，僅從權力結構的因素切入，忽略其他影響因素的可能；因此，本文從威脅

20 CHIP 4 聯盟包括美國、日本、台灣以及南韓。
21 林聰毅編譯，2023年10月9日，「及時雨，三星、SK海力士獲美國無限期豁免放鬆對
陸晶片出口管制」，經濟日報，聯合新聞網。及時雨！三星、SK海力士獲美國無限期
豁免 放鬆對陸晶片出口管制 | 全球財經 | 全球 | 聯合新聞網（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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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理論出發，帶入國家對威脅的認知，重新分析政治兩極化與貿易兩極化之

間的關係。本文發現，對於區域強權國家來說，即使對中國並不具有正面的觀

感，但中國並未對美國以外的國家造成安全上的威脅，再加上既有的貿易關

係，各國基於政治-經濟平衡的考量，本就不願意承擔龐大的經濟損失，因此

沒有將貿易關係趨向兩極化的動機，美中貿易戰後的國際貿易情勢依然處於經

濟多元。這個現象伴隨著美中兩強競爭白熱化，形成政治兩極化，但貿易多元

化的特殊局面。

政治兩極化但貿易多元化最大的影響就是衝擊美中對峙的情形。在面對美

中對峙的情勢，多數人將注意力擺在美國如何制衡中國，如何在國際政治、貿

易、科技和金融等方面牽制中國的發展。但鮮少人注意到，若美國要有效制衡

中國，不僅要厚植美國自身的實力，也要靠美國盟友的支持，缺乏美國盟友的

支持，美國得花費更多的成本才能達到一定的成效。換言之，美國牽制中國發

展的成本應該包括美國補貼盟友的支出，這個支出則和各盟友國與中國在貿易

上的利得有關，各國與中國的貿易利得越大，美國的支出就越大，當美國不願

或無法支出這些成本時，本文認為，美中的對峙將會在力道上減弱，在時間上

拉長。

政治兩極化是否導致貿易兩極化更深層的討論是冷戰與新冷戰的意涵與比

較。當新冷戰已是個無可避免的局勢，那麼1947到1991年間的美蘇兩強對峙

的冷戰和當前的美中兩強對峙的新冷戰相同嗎？冷戰時期，美蘇對峙不但對美

國和蘇俄兩國的國內政治帶來重大影響，貿易兩極、科技競爭與代理人戰爭等

冷戰時期的現象對於國際政治與經濟的改變也是不容忽視。問題是，這些冷戰

時期所發生的現象都會在新冷戰時期重演嗎？這個問題需要學者對於這些現

象、影響和相關理論進行一一檢視。本文認為，冷戰與新冷戰最大的差異在於

美國的相對實力以及各國是否認為中國是安全威脅有關。這兩大因素有可能造

成冷戰與新冷戰走向完全不同樣貌，因此新冷戰後續的發展與影響有待更多學

者投入研究，發展出更貼切新冷戰特徵的理論架構。

 （收件：111年12月2日，接受：112年9月14日）



 美中貿易戰後的國際結構：政治兩極化會造成貿易關係兩極化嗎？　179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of the Post US-China 
Trade War: Political Bipolarization Leads to 

Bipolar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Trade?

Wei-hsiu Li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Global Politics and Economics, Tamka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U.S.-China trade war indicates a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and the pandemic problem since 2019 deteriorates the confrontation. 

However, will political polarization due to the new cold war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lead to economic polarization? Do countries in the whole world 

choose their own side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establishing two blocs 

and competing? Or countries in the whole world behave inconsistently in 

terms of verbal promises and practical actions. National interest is still their 

benchmark to have substantial interaction with the U.S. and China accordingly. 

This paper tries to answer the questions and compares the change in an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before and after the post US-China Trade War, whether 

economic polarization or no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new cold war will 

ineluctably lead to political polarization, but political polarization doesn’t mean 

economic polarization. With the balance of threat theory, the manifestation 

of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in the post US-China Trade War will be political 

polarization but multi-polar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trade, when countries except 

for the U.S. have no security struggle with China and the trade patterns and 

structures remain the same.

Keywords:  The U.S.-China Relation, Political Polarization, Economic Multi-

polarization, Effective Number of Trading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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